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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文论创新”时，人们的着眼点往往

在文论史的脉络中进行。如讨论宋人的古文观，

以唐人的古文观为对照；讨论清人的诗学观，以

明人的诗学观为对照。看后起的文论有哪些不

同于前人，从而将其视为创新。这当然是研究文

论创新的一条路径。但是，这样一种仅在文论史

“自身之内”寻找发展的研究方式，也有很大的

局限性，那就是看不到“自身之外”的更大的发

展空间，同样能提供文论创新的资源，甚至可以

说，这个“自身之外”的空间比“自身之内”的

空间更具有创新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在文

论史中发展文论，往往受制于文论史在某些时

段里的缺乏创新，导致文论创新停滞不前；二是

文论史毕竟只记录文论对于文学属性的思考与

创新，依据它而继续创新，资源是相当有限的。

思想史则不同，它记录的是对人类整个生活的

思考与创新，这样的创新足以颠覆人们原有的

认识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之中。

思想创新一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影响人们

的整个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当然也会影响文

学创作与文论发展。故此时接受思想史的影响

而进行文论的创新，也往往具有划时代性。

欣赏《牡丹亭》的都大赞杜丽娘“为情而

死，为情而生”，极其奇幻美丽，从重情角度赞扬

汤显祖的创作体现了最为热烈的审美精神。这

不错。但是人们往往不去追问汤显祖为什么会

形成“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情至说”。我原

来也不明白汤显祖为什么能够这样写，而在他

之前的作家没有这样写。后来读王阳明的《传

习录》，方才知道汤显祖的“情至说”与接受心

学影响有关。汤显祖是罗汝芳的弟子，罗汝芳是

颜钧的弟子，颜钧是王艮的弟子，王艮是阳明的

弟子，这说明，心学的一脉帮助汤显祖形成了

“情至说”，强调有了情感，可以创造一切。这实

是阳明的“我的灵明是我的主宰”“我的灵明，

生天生地，生鬼生神”的心能创造一切的思想

之体现。心能创造一切，心中之情当然也能创造

一切。心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意义世界，而非研究

人所面对的物质世界。故而，在意义世界的创造

里，是心在当家作主。因此，人的情感才能使人

生而死、死而生。若在物质世界中，这个人的死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不可能再重生。读袁

枚也是如此，他主张“性灵说”，看似是公安派

“性灵说”的翻版，没有什么突破，甚至谈不上

有什么创新，概念都是别人的。但是，若将其放

在思想史上来看，公安派的“性灵说”是受心学

影响形成的，袁枚的“性灵说”虽然也受到心学

影响，但主要是受“颜李实学”影响而形成的。

如果说心学与实学有区别，那么，公安派与袁枚

就有区别。因此，从文论史角度看，要区别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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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汉]班固：《董仲舒传第二十六》，《汉书》第三册，

第 2176、2188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③  以上未注见于 [宋]邵雍：《观物外篇》，[宋]邵雍著，

郭彧整理：《邵雍集》，第 151-152 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0。

④  [宋]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宋]程颢、程

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第 144 页，北京：中

华书局，2004。

⑤  [宋]朱熹：《性理二》，[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

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14 册，第 227 页，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⑥  以上未注参见 [宋]朱熹：《诗集传》，[宋]朱熹撰，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1 册，第

467-479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

出版社，2002。

种“性灵说”，似较为困难。但从思想史角度看，

要区别这两种“性灵说”，却较为容易，并且一加

区分，就发现袁枚的“性灵说”具有新的思想表

征，可见其具有极大的创新性。由此可知，研究

文论史上的创新性，可从文论史的脉络切入，但

同时也可从思想史的脉络切入，这样的话，视野

就会更开阔，甚至也能更加深入事物的本质，看

清文论创新何以生成并达到了何种思想高度。

一

若以宋、明、清的抒情思想的发展来看，它

与思想史的创新息息相关。思想史每向前推进

一大步，抒情思想的创新也向前推进一大步。

比如宋代出现的程朱理学，就严重制约了

抒情思想的发展。理学的“抑情观”应当源自董

仲舒的性情之辨，董仲舒说，“性者生之质也，

情者人之欲也”①，强调人的性质与情欲都是天

生的。但在他看来，“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

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②，这是认为天

生的性情或仁或鄙，不能纯粹，故要加以教化以

完成性之质朴，要加以度束以完成情之节制。这

是看到了性情的原貌不齐，故要加以引导和压

制。这虽然不像理学那样明确宣称要主性抑情，

却已经为理学的抑情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

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周敦颐、邵雍、张载

与二程，他们在认识人类生活的时候，大都对人

的情感部分持贬抑态度。古代的“性情”不分的

概念到了他们这里，已经通过辨析、区别以达

到主性抑情的目的。如邵雍强调“心性而胆情，

性神而情鬼”，即性出于心，情出于胆，出于心者

正，出于胆者偏。所以他认为：“性公而明，情偏

而暗。”“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

性，性则神，神则明矣。”③这是认为，情给人带

来的是蒙蔽，性给人带来的才是明朗，并且划分

出两条思想路线：一条是强调发于人之性，才可

适当地体现为人之情；一条是发于人之情，则必

然体现为追求色欲之满足。所以，发于人之性的

才是正当的，发于人之情的就是堕落。这样一

来，情就被性所限制与规范了，离开了性，就没

有正当的情，故而发于情就变成了应被否定的

色欲，情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与必要性。照此理解

来看人，人也就变成了无情无欲的空洞存在。程

颐认为“不是天理，便是私欲”，强调“无人欲即

皆天理”，④把人欲从人的正常生活中驱逐出去

了。理学发展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

说法，就是把人的正常欲求当作无所谓的东西

加以定性并予以抛弃的结果。

南宋的朱熹接受了邵雍、二程的观点，他

认为，“性无不善。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⑤，

强调性是全善的，情是可能不善的，因此也是

抑情派。他提出“性情之正”问题，以此区别于

“性情不正”，用于评价《诗经》时，对大胆歌颂

男女之情者，一概将其定性为“淫词”。故“一

日不见，如三月兮”，变成了“盖淫奔者托以行

也”；“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则成为“故淫奔

者畏而歌之如此”；“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

我树杞”，也是“淫奔者之辞”。其他如《遵大路》

写了“淫妇为人所弃”，《有女同车》“亦淫奔之

诗”，《山有扶苏》则是“淫女戏其所私者”，《狡

童》“亦淫女见绝”，《褰裳》“淫女语其所私者”，

《风雨》是“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子衿》“亦

淫奔之诗”，《扬子水》是“淫者相谓”，等等。⑥

朱熹用礼教名义扼杀着纯洁的爱情与女人的

幸福。有学者认为，朱熹能够承认上述诗是“淫

奔诗”，摆脱了汉儒将这些诗完全伦理化的阐释

困境，这有些道理。到朱熹时，他恢复了风诗的

题材面目，有利于后人进行正当的审美阐释。

但朱熹没有完成这个审美阐释，甚至可以说他

反对这样的审美阐释。他看到了这些诗在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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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却不承认诗中情感的合法性，否定这些

诗的正面价值，与汉儒曲解这些诗的伦理倾向

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汉儒是看到这些爱情

诗的真相，但不想予以肯定，故用曲推强释的

方式加以曲解；朱熹是看到了这些爱情诗的真

相，同样不愿肯定，故用宗法伦理的标准予以

否定。比较而言，汉儒还比朱熹多了一份同情

心，因为他们看到“苟且”之情时是把它往不切

实际的伦理高处说，心里难免是认同这种“苟

且”之情的，只是要把它们抽象化、象征化，以

淡化它们言情的冲击力。朱熹比汉儒少了一份

同情心，看到“苟且”之情时就直指它是“苟

且”，没有什么曲解，也就把它直接否定掉，这更

加暴露了理学家反情的初心不改，且反情是彻

底的。当理学家来做“理学诗”时，几乎没有任

何热烈的情感可言，有时会有些自然之情，也

是将其视为“格物致知”时所获得的客观“物

性”来对待。这违反了文学艺术是情感的表现

与形象的创造这一基本规律，因此难以感动读

者之心，只成为他们说理的余事而已。理学家

喜欢理学诗，大众不喜欢理学诗。钱锺书评“理

学诗”的判断是“涉唇吻，落思维，只是‘理语’

耳”①，这是说“理学诗”是“说道理的语言”，不

是能引起审美反应的诗。这个否定是十分干脆

的，击中要害。

二

“心学”建立在对“理学”的否定之上，因

此也否定理学的抑情。如朱熹讲“理在心外”，

他的“理”实际上指的是“天理”，或者说是“天

命之性”。这个“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对

立，天命之性要驱逐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要想

部分地存在下去，就得服从天命之性的规范。这

是强调人要服从心外的天理，而非服从自己的

内心，天理是最高的，气质之性的体现者如人欲

等是最低的，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不是这样讲的，他将心与理的关系

颠倒过来了。朱熹说“理在心外”，阳明说“理

在心内”。这意思是，理不在心外，理没那么高

远，要让心来服从外在的理，而是理就在人的

心中，由自己的心来生成。这产生了一个根本

的思想差别，就是人不应服从外在的东西而应

服从内心的东西，也就是我的心本身就为我做

主，不是设置一个外在的标准来驱使我做事，

我要回到我的心里寻找心所体现的性与情。这

个根本的变化，使得阳明对情感的认识也发生

根本变化了。

王阳明转而重情，他认为“心统性情。性，

心体也；情，心用也”②，一切都发生在心中，不

是发生在心外。人之性是正当的，人之情也是正

当的，它们都是心的产物，因此不像理学那样主

性抑情，因为抑情是抑了心体本身，这也等于抑

了性，于是同等重视性与情。阳明把性情的关系

视为体用的关系，认为性之体微而难知，情之用

显而易见，这正表明，离开了情，无以体现性。这

个观点，正是后来“理在情内”（袁宏道）、“情

在理先”（袁枚）等说法的出处。阳明提出“良

知”是与情感结合的，“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

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③。故

阳明认为“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只是要“顺

其自然之流行”④。这里强调的“自然流行”是

指其原本是善的，是合乎良知的，不加人为束

缚地释放出来，就是合理的，故其劝人“适情任

性，优游物表”⑤。既然解放了情感，在论到诗

时，阳明大胆地肯定“性情”的作用，而非遮掩

地只肯定性而不肯定情。他说：“《诗》也者，志

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⑥可见，到阳明这里，因

为在理论上肯定了情，因此在文论上也提倡抒

①  钱锺书：《谈艺录》下卷，第 653 页，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②  [明]王守仁：《答汪石潭内翰》，[明]王守仁撰，吴光

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一），第 165 页，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4。

③  [明]王守仁：《答陆原静书又》，[明]王守仁撰，吴光

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一），第 73 页，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4。

④  [明]王守仁：《传习录下》，[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

校：《王阳明全集》（一），第 12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4。

⑤  [明]王守仁：《上大人书》，[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

校：《王阳明全集》（四），第 1332 页，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4。

⑥  [明]王守仁：《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明]王守仁撰，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一），第 284 页，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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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了。阳明自己的诗作虽然留有理学诗的较重

痕迹，但已经可读了，虽非“才人之诗”，但大体

上已属于“学人之诗”的范畴。

罗汝芳甚至强调“吾人情性俱是天命”①，

强调性是天命，情也是天命，不在性情之间搞等

级差异。如果要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他

强调“人性不能不现乎情”②。这是主张“性内

情外”的统一说，绝不是“性明情暗”的对立说，

在坚持性情不可分时转向全面肯定情感的价

值。这个“性情便是天命”说法，既支配了汤显

祖创作出“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杜丽娘，也

可能影响到了后来的龚自珍主张“发于情，止于

命”③。如果说天命本来就是性情，那么“止于命”

就不是如理学那样止乎“天命之性”而否定“气

质之情”，而是从根本上承认“性情便是天命”，

止于命就是止于性情，止于性情就是止于命。这

是一个非常尊重情感的、大胆的观点，承认性情

是天命，不再如理学那样只承认天理是天命。

学者评汤显祖“以性情为文”④，与其所说

的“公所讲是性，吾所讲是情”⑤的“情学”宗旨

有关。在汤显祖这里，他已经不再讨论“性学”，

而是讨论“情学”，把自己的关注重点完全转向

情感，甚至可以说他是轻性重情的。因此，由他

创造“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情剧”也就再

合适不过了。既然以情为文，那么，就将“以情”

突出到极致，突破传统的伦理对于爱情的重重

限制，把爱情之热烈写到顶点。他是明末“情的

自觉”的重要代表者之一，与李贽、徐渭、公安

三袁一起掀起了中国近代抒情主义——我更愿

意称之为“极情主义”的创作高潮。

“心学”重视抒情，确实是建立在“性情不

分”的理论基础上的。心学的后继者黄宗羲就

说：“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开。……无情何以

觅性？”⑥他认为：“今之论诗者，谁不言本于性

情。”⑦“性情”不能拆开的原因在于“心性是一，

性情又不得是二”⑧，即“心”与“性”原本统一，

由心产生的情也就与心产生的性不可分，讲情

的时候，是在讲性，讲性的时候，也是在讲情。黄

宗羲评创作时毫不含糊地强调“情者，可以贯

金石、动鬼神”⑨，“唯视其一往情深，从而捃摭

之”⑩，将有无情感视为判断文章好坏的标准。

故在阳明心学发生重大影响之际，徐渭主

张“情使”的创作观，汤显祖主张“情至”的创

作观，公安派主张“抒发性灵”的创作观，都是

受到心学“性情不分”理论的影响。因此，可以

说，没有心学的巨大创新，也就没有晚明极情主

义的急速勃兴。在这里，思想史的景观衍化为文

学史的景观，思想史的创新衍化为文论史的创

新。离开思想史的视野，是很难理解这一时期极

情主义的高涨为何如此之快、之普遍、之辉煌灿

烂的。

三

思想史的创新在发展，文论史的创新也在

发展。在“理学”与“心学”达到各自的发展高

峰以后，随着明清的易代，学者反思其原因，此

时“颜李实学”出现了。思想史的发展划了一个

新时代，抒情思想的发展也划了一个新时代。

“颜李实学”对高谈性命的程朱及陆王展

①  [明]罗汝芳：《卷射（三）》，[明]罗汝芳著，方祖猷等

编校整理：《罗汝芳集》上，第 108 页，南京：凤凰出版

社，2007。

②  [明]罗汝芳：《卷乐（二）》，方祖猷等编校整理：《罗汝

芳集》上，第 63 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③  [清]龚自珍：《尊命二》，[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

自珍全集》，第 85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④  [明]陈洪谧：《选集总序》，[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

校：《汤显祖集全编》六，第 3114 页，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6。

⑤  [明]冯梦龙：《古今谭概》《佻达》部第十一《汤义仍

讲学》条，[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全

编》六，第 315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⑥  [清]黄宗羲：《止修学案》，[清]黄宗羲著，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 779 页，杭州：浙江古籍出

版社，2012。

⑦  [清]黄宗羲：《万贞一诗序》，[清]黄宗羲著，吴光主

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 94 页，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2012。

⑧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清]黄宗羲著，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卷首，第 18 页，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2012。

⑨  [清]黄宗羲：《黄孚先诗序》，[清]黄宗羲著，吴光主

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 31 页，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2012。

⑩  [清]黄宗羲：《明文案序上》，[清]黄宗羲著，吴光主

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 19 页，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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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彻底批判，认为他们脱离人的实际生活而天

马行空，不切人生需要。颜元认为，宋儒是“讲说

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①，导致“普天下

皆宋儒徒，曾无一习行经济之孔子徒矣”②。正是

理学的不行实事，专门读书空谈，使得治理国家

的人才匮乏，临危不能受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

治理困难。故他著书的宗旨就是要改变空虚的

倾向，向实事、实行的方面转变，将纸上、口中的

《四书》《五经》，变成实际事务中的《四书》《五

经》，主张“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

虚”③，强调“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④，

要恢复周孔实学，推崇古代制度，行“尧、舜、周、

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⑤。“三事”

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

土、谷”，“六德”指“知、仁、圣、义、中、和”，“六

行”指“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指“礼、乐、

射、御、书、数”，合起来，就是要行实教实事，具

有实功实用，“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

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⑥。从哲学上看，

反对理学用“天命之性”否定人的“气质之性”，

相反以“气质之性”为人的本体，反对将人的存

在抽象为天理而悬置人的感性需要，突出人的

感性存在中的身体性、物质性与功利性。他指

出：“是情非他，即性之见也；才非他，即性之能

也；气质非他，即性、情、才之气质也；一理而异

其名也。”⑦这就是说，如果承认“仁义礼智”这

样的“性”是善的，那么，体现出来的“情”与“才”

也同样是善的，从根本上杜绝用“天命之性”否

定“气质之性”的思想推演，在全面承认“气质

之性”是善的同时，承认人的感性需求的合目的

性。因此，到了“颜李实学”这里，他们从理学的

形上之思转向到人的实存生活的形下之器，全

面承认日常生活的正当性，肯定人的物质欲求

与日常需要。戴震后来提出“人欲就是天理”的

看法，应与接受“颜李实学”的影响有关。

明白实学对理学的反动并看到袁枚的“性

灵说”与此密切相关，就会发现，袁枚的抒情思

想代表了实学的思想倾向，与公安派“性灵说”

代表了心学的思想倾向有所区别。或者说，袁枚

的思想是在心学的基础上转向了实学，这才丰

富了“性灵说”的思想内涵，由以“心”为中心

发展到以“人”为中心。以心为中心，还可能粘

连着天理等言说，在性情不分中，情也有可能摆

脱不了性的纠缠；以人为中心，则进一步摆脱了

天理等言说，虽还有性情不分的说法，但情更趋

向独立，更切近人的实际生存状态。故人欲的需

求在理学那里是禁止的，在心学那里是可以满

足的，在实学那里则是应当全面满足的。

在宋、明、清的思想史上，袁枚选择并赞扬

了“颜李实学”。他曾与实学传人程廷祚比邻而

居，相互切磋。他说：“宋学流弊，一至于此。恐

周、孔有灵，必叹息发愤于地下。而不意我朝有

颜、李者已侃侃然议之。……其论学性处，能于

朱、陆外别开一径。”⑧袁枚成为鼓吹与实践“颜

李实学”的诗论家。明白这一点，我原来读袁枚

的一个困惑就解决了。过去只看《随园诗话》，

没有看袁枚同时代或者比他更早一些时代的思

想史著作，导致分不清他与公安派“性灵说”之

间的界限。读了“颜李实学”以后发现，实学不

仅是哲学的，要解决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等基

本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抒情观的基本问题，它的

重“气质之性”的才情论，深刻地影响了袁枚的

抒情思想随之创新。

于是，袁枚“性灵说”的主导倾向不是往主

体的性灵之中深深地切入，更关注人的精神世

界的成长，而是倡导如何“近人情”，或者说是

将“性灵说”如何世俗化，更关注日常生活如

①  [清]颜元：《性理评》，[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

《颜元集》上，第 7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②  [清]颜元：《朱子语类评》，[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

校：《颜元集》上，第 28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③  [清]颜元：《学辨二》，[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

《颜元集》上，第 5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④  [清]颜元：《未坠集序》，[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

《颜元集》下，第 39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⑤  [清]颜元：《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甲寅》，[清]颜元

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下，第 427 页，北京：中

华书局，1987。

⑥  [清]颜元：《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清]颜元著，王

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上，第 47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7。

⑦  [清]颜元：《存性编·性图》，[清]颜元著，王星贤等

点校：《颜元集》上，第 2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⑧  [清]袁枚：《与程蕺园书》，[清]袁枚著，王英志编纂

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第 376 页，杭州：浙江

古籍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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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实现。这就形成了他的抒情思想是以“近人

情”为出发点，关注人世间的日常之情，如生活

之情、纯洁友情、血缘亲情、男女之情、自然之

情等，少了一些深奥与玄虚，多了一些亲切与温

暖。尤其是肯定男女之情，将抒情内涵提升到一

个极新的层次，代表古代抒情思想与现代抒情

思想进一步对话的一个新维度。如果说“心学”

具有了基本的抒情现代性，那么袁枚的抒情思

想具有了更充分的抒情现代性，内在性地指向

了“五四”时期形成的以个体为核心价值的抒

情现代性。

袁枚指出：“《中庸》曰：‘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然则人之为诗而远人，独可以为

诗乎？”①这意思是说，“远人”不是道的内涵，

“远人”也不是诗的内涵，诗与道都应统一于不

远离人情这一要点上。因此，袁枚认为，诗首重

性情，因为重性情才是近人情的，而该博的学问

不免冷冰冰的，故而可能是不近人情的。袁枚的

“近人情”作为人之诗的特性，决定了他的诗学

是走向人生的，而非抽离人生的。在袁枚这里，

人之情正是生命的满足、丰富与平衡，艺术正是

要表现这样的生命而使生活能够生机勃勃。

故一切丰富人生、体现人情的，都是袁枚所

赞同的。尤其是写作爱情诗者大都受到责难，以

为其有伤风化，袁枚却积极肯定。朱彝尊写《风

怀》诗，生前身后受到攻击，袁枚为其辩护：“君

子修身，先立其大，则其小者毋庸矫饰。韩昌黎

《上宰相书》、杜少陵献哥舒翰诗，后人颇相疵

瑕，而二贤集中卒不删去。想见古人心地光明，

日月之食，人皆见之。惟沈休文胸多隐匿，故有

绮语之悔。竹垞存《风怀》一首，虑为配享累，此

亦一时戏言，何足为典要？试思竹垞当时竟删

此篇，今日孔庙中果能为渠置一席否？儒者诚

其意，虚其心，终日慊慊，望道未见，岂有贪后世

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②此处实是

承认人性的复杂性，不认为人是完美无缺的高

大上，而只是大节不亏却可能具有不少可议之

处的多面人。这一点极重要，对于“理学”而言，

恰恰就是以高大上的圣人标准来要求所有人，

导致不能成为圣人就被否定掉了。由此开启了

作伪之路，因为无法全善而遭到批评，那就不如

自我掩饰以获得表彰。因此，虚伪的一种生成

状态就是从全善全美全能的无以实现而来。到

“心学”的流行，已经将眼光转向人情的复杂性，

有瑕疵、有特点成为评人之新标准，袁枚正是接

着这个话头往下说的，且说得更坚定、更清晰也

更具有说服力。以此看，韩愈、杜甫的不无投靠

之嫌也就成为小节而不必受到彻底否定，朱彝

尊也不必为了写艳情诗而自责。袁枚倒是认为，

掩其不善比自身不善更无道德品质，因为掩饰

是在作伪，不掩饰本是真诚，真诚是纯洁的、道

德的。因此，他所谓的“儒者诚其意”，就是诚其

自身有善有不善之意。此种道德要求，突破了通

常所言的隐不善以为善的道德说教。做一个彻

底的真人，是袁枚“性灵说”的一个有机部分，

从而也使“性灵说”通过真实性涵容了真情感，

同时也涵容了真爱情。袁枚自己也是如此，愿做

一个真诚的诗人，不愿如批评者要求的那样删

除自己诗中的“缘情之作”，也是因为这种情感

是真实存在过的，就不应将其抹杀，而必须以诗

存真。故其说：“使仆集中无缘情之作，尚思借编

一二以自污，幸而半生小过，情在于斯，何忍过

时抹杀，吾谁欺？”③这种面对社会所认定的小

过小非，袁枚坚持写出，证明了文学必须真实，

违背这个原则，就没有诗艺可言。

所以袁枚大胆肯定男女之情，揭示爱情的

合法性，并将其置于抒情的首位予以赞扬，开启

周作人论情诗提出“发乎情，止乎情”的现代命

题之先河。袁枚指出：“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

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

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苏、李

以夫妻喻友，由来尚矣。……缘情之作，纵有非

是，亦不过《三百篇》中‘有女同车’‘伊其相谑’

之类。仆心已安矣，圣人复生，必不取其已安之

心而掉罄之也。宋儒责白傅杭州诗忆妓者多，

忆民者少。然则文王‘寤寐求之’，至于‘辗转反

侧’，何以不忆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孔子阸

于陈、蔡，何以不思鲁君而思及门弟子耶？沈朗

①  [清]袁枚：《答洪华峰书》，[清]袁枚著，王英志编纂

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第 380 页，杭州：浙江

古籍出版社，2018。

②③  [清]袁枚：《答蕺园论诗书》，[清]袁枚著，王英志

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第 594-595、595

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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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关雎》言后妃，不可为《三百篇》之首。’

故别撰尧、舜诗二章。然则《易》始《乾》《坤》，

亦阴阳夫妇之义，朗又将去《乾》《坤》而变置

何卦耶？此种谰言，令人欲嗀。”①袁枚认为，讲

日常男女、师友之情是正当的，并列出包括圣人

在内的一长串人物事迹为证，说明圣人贤者都

不否定爱情、友情等，并将男女之情上升为“阴

阳之道”加以辩护。相反，那些否定爱情、友情

的人，则显得荒唐可笑。其中提出的“有必不可

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强调抒情的浓

度与深度是诗艺生成的关键，情感浓烈与深挚

才足以打动人心，传之后世。这大大推进了情文

关系的认识，证明抒情具有极致性，那些不痛不

痒的浮于表面的抒情，仍然不足以达到抒情的

高度。

四

以上论述的意图是想表明：文论史的创新

和思想史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共振关系。往往是

思想史上一个观点创新了，文论史上也就接着

创新了。这不是否定文论要直接总结文学的经

验与变化而创新，而是强调在这个创新的路径

外，还有另一个创新的路径，那就是接受思想

史的影响而创新，并且这个创新路径往往更重

要。原因在于，文学的创新是经验化的，文论总

结这些经验需要新的概念，而新的概念则往往

出自著名思想家之手——他们通过总结生活经

验，发现生活趋向，打造新的概念系统，完成对

生活的发现与概括。他们的概念是清晰的、准确

的、具有巨大的概括力，接受这些概念的影响，

也就容易使得文论创新获得理论上的支撑。在

人类发展过程中，当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一些作家可能已经以作品的审美方式表现出来

了。但是我认为，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也许更敏感

地感应到生活的变化而运用概念的方式把它们

的本质揭示出来了，故而他们的理论可以有效

地启发文学家把握自己的经验，深化这种经验

并加以审美的呈现，这时候，新的文论观就形成

了。如阳明就是这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

家，当他扭转“理在心外”而为“理在心内”后，

就把向外的、服从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探索，

变成向内的、自我的“良知良能”的思想探索，

全面揭示与肯定了人的主体性的价值，这对于

文学创作而言，是多么恰如其分啊！因此，接受

这个向内的、自我的思想，当然形成极情主义的

必然热潮。如此说，没有心学大概形成不了徐渭

的“情使”创作观，也形成不了“狂草”与“写

意花鸟画”。徐渭能从传统的写实画转向写意

画，应该与心学推崇自我创造性密不可分。而唐

顺之、徐渭、汤显祖、李贽与公安三袁之间，相互

欣赏，也是基于心学的审美统一性。袁枚与实学

的关系也如此，如果没有实学对于“气质之性”

的全面肯定，他可能提不出“人欲当处，即是天

理”②这样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到了“五四”时

期，如果没有西方的个人主义、性心理学、女性

观等的加持，中国文论界也难以提出“发乎情，

止乎情”这样的现代抒情观，实现对古代“发乎

情，止乎礼义”的颠覆性转换。此后到了 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李泽厚的文论与美

学思想产生巨大影响，他所依据的是什么呢？

依据的是他所理解的“哲学主体论”，没有这个

哲学主体论，就没有李泽厚的一系列观点创新。

这正是李泽厚能够超越同时代许多文论家与美

学家的地方，不是他的运气好使其引领一个时

代的文论发展，而是他接受新的思想资源而获

得了分析文艺的新角度，使其引领了一个时代

的文论发展。李泽厚背后的哲学思想更符合当

时中国的需要，所以他从哲学主体论上演绎出

来的文论观就是创新的文论观，失去这个哲学

主体论，李泽厚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创新性。李

泽厚同时代的美学家和文论家之所以没有李泽

厚这么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他们面对哲学主

体论时犹疑不决。

这就告诉我们，在研究文论史时，其实也不

妨看看思想史，理解那些节点式的人物如孔子、

孟子、老子、庄子、惠能、朱熹、王阳明、颜元等，

将会获得分析文论史的新视野，由此判断文论

①  [清]袁枚：《答蕺园论诗书》，[清]袁枚著，王英志编

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第 595-596 页，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②  [清]袁枚：《再答彭尺木进士书》，[清]袁枚著，王英

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第 384 页，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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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发展总是与思想史共振的，这时候，我们不

仅介入了思想史，更是介入了文论史的深层地

带，发现文论史的更多奥秘。我以为，从理学、心

学到实学的演变，正是思想史推动中国近代以

来抒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因。明白了这一

点，就可知肯定抒情，不仅是文学家的事业，也

同样是思想家的事业。

（上接第 102 页）但李贺妙就妙在将那浓厚的

云团压城墙时的沉重写活了，仿佛真得快把城

池压瘫、压碎了。李贺把本来是轻盈的漂浮物，

写成了一种沉重下坠的、足以粉碎城池的力量。

此即“修词”之妙。钱锺书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李

贺诗之所以好，好就好在把动词用得极妙（比

如“压城”之“压”），好就好在“诗语分子学”，

真可谓“一个‘压’字境界全出”。何谓“分子”？

分子是化学名词，指物质构成的最小单位，在这

单位里其化学性质保持不变。《谈艺录》就这么

用“分子”一词概述李贺的“修词”之魅力。这

可能是唯有钱锺书才能做出来的“诗学创新”。

还有“神韵”。王渔洋最早提出“神韵”一词

时才 20 来岁，尚说不清何谓“神韵”，他只能说

何谓“神”，何谓“韵”，“神”“韵”并置为一词

后涵义如何，他到五十几岁才讲得较为靠谱。那

时他讲神韵，主要讲好诗给人的审美感受有两

种，一曰“清”，一曰“远”。诗首先要写得让人看

明白你在写什么，此谓“清”。眉清目秀，让人家

看得清你长得是否丹凤眼，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剑眉还是蛾眉。让人看清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

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脸

不漂亮，乱哄哄的，安排得没有秩序。还有脸若

仅仅是漂亮，没有韵味，还不是真正的“美”。有

人说女人到了 50 岁后更有魅力，因为成熟女人

给人看见的不仅是眉清目秀，还有其学养、人生

经验储存在心，又流淌在脸上。她 50 岁后的照

片，之所以比少女时的脸有魅力，因为人生沧桑

会给她的脸留下痕迹，而这痕迹恰恰是做人做

到这个份上才有的。一个有韵味的女人与 17 岁

没有关系，和她 7 岁、8 岁更没关系，太单纯了，

韵味总是较复杂的、经得起回味的衷肠九回。一

张脸让你想起很多，这才叫“远”。但王渔洋从

没说清楚过一首诗怎样写，才既“清”又“远”。

他只能判断某诗是清丽之词，某诗能给人遥远

的想象，将“清”“远”放在一起又是什么？王

渔洋说不清楚。王渔洋没说清的，有人说清楚

了，此人即钱锺书。钱解释最好的中华古诗应

是既清又远的。何谓“既清又远”？不妨让一个

古老的铜锣来做隐喻。先用槌啪地一敲，声音

很亮，此谓“清”。但当槌中止敲击，余音还在传

递，传得很远很远，像风吹皱一池春水，涟漪越

荡越远，这叫“远”。诗若写到这水平，“清”得能

抓人，“远”得能永刻心头，让人难忘，这诗就好

得可圈可点了。钱锺书用了王渔洋的一个古词，

生长出很多王渔洋说不清的，却绝对属于现代

诗学的内涵，这就叫“诗学创新”。把古人的遗

产拿过来，将古人应该说清却没说清的“底蕴”，

由钱锺书代我们说清而转为“义蕴”，这就是其

“诗学创新”高于甚多学府专家的地方。那些颇

享盛誉的专家很有“学问”，但若细读钱著，怕

又会见出如上专家稍逊“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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